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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六年前后的自由市场政策

与城市商品供应
*

林 超 超

〔摘要〕1956 年下半年至 1957 年上半年自由市场的繁荣景象，被视作改革开放前中国计划经济的

一次“异动”。开放自由市场与施行统购统销看似两种完全不同的国家政策导向，但从某个层面上看，

二者的初衷并无二致，都是一种调节城市商品供应的手段。不同的是，前者通过放宽市场管理，增加

商品生产与流通; 后者通过加强计划管理，控制商品消费。1956 年自由市场政策的出台是缓解社会主

义改造后城市商品供应紧张局面的一种对策。在市场监管尚不成熟的条件下，自由市场的经营者在利

益的驱动下，跨过“自由的边界”，涉足大宗商品的流通，而与计划收购构成竞争关系，这是以统购统

销为主导的计划经济所不能容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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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Free Market Policy and Urban Commodity Supplies around 1956
Lin Chaochao

Abstract: The prosperity of the free market from the second half of 1956 to the first half of 1957 was regarded as
an“anomaly”in China’s planned economy before the period of Ｒeform and Opening Up． Opening the free mar-
ket and implementing unified purchase and sales seemed to be two completely different national policy orienta-
tions，but from a certain perspective，their original intentions were the same． Both were a means to regulate the
supply of urban goods． The difference is that the former increased commodity production by loosening management
of the market． The latter controlled commodity consumption by strengthening the planned management． The initia-
tion of the free market policy in 1956 was a counter-measure to ease the tight supply of urban commodities after
the socialist transformation． Under the condition of immature market supervision，the operators in the free market，
driven by their own interests，crossed the“boundary of freedom”and became involved in the circulation of bulk
commodities and formed a competitive relationship with the planned acquisitions，which was intolerable to the
planned economy that was dominated by the unified purchases and sales．

城市自由市场主要是指 “在大中城市以小

商贩和农村社员为主组成的农副产品市场以及

有国营、集体商业参加的属于批发性质的专业

市场和综合性市场”。前者以零售为主，产销直

接见面; 后者以批发为主，如交易所、批发市

场、货栈等。20 世纪 50 年代前半期，随着统购

统销政策的实施和社会主义改造的推进，国家

统一市场逐步确立，自由市场的经营范围缩小，

基本上形成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一统天下的

局面。①但因自由市场萎缩而带来的弊病也很快

显现，尤其是给人民生活带来诸多不便。
1956 年中 共 八 大 前 后，在 陈 云 的 提 议 下，

开放自由市场政策日渐成型。在物资普遍短缺

的年代，自由市场的扩大 “必然会对高积累和

农副产品统购统销产生冲击，同时也为农民脱

离集体经营和集体经济进而脱离国家计划控制

提供了空 间”②。因 此，在 1957 年 反 右 派 斗 争

之后，这次短暂的放宽自由市场的尝试就渐渐

落下帷 幕。现 有 研 究 对 1956 年 开 放 自 由 市 场

*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阶级身份与上海

工人的物质生活研究 (1949—1965)”(14CZS022) 的

阶段性成果。
① 《当代中国的工商行政管理》，当代中国出版社、香

港祖国出版社，2009 年，第 79 页。
② 武力: 《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引入市场机制的先声

———陈云与 1956 年农村自由市场的开放》，《当代中

国史研究》2007 年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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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的出台、实施及其与农村商品流通、副业

和土产生产、农民收入之间的关联，已做了较

多阐释。对于开放自由市场政策缘何昙花一现，

现有研究大多从 “意识形态论”出发，认为有

限开放自由市场期间出现的 “市场乱象”，极容

易被贴上 “资本主义”之类的标签，从而使得

政府采取行政干预手段加以禁限①。另有学者注

意到，1958 年以后，重新开放自由市场作为缓

解饥荒的举措被再度实施②。可见，即便开放自

由市场政策与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计划市场之

间有诸 多 不 适，但 解 决 现 实 问 题 是 第 一 位 的。
同样，1956 年开放自由市场政策的出台，亦是

为缓解市场供应紧张局面的一种对策。我们有

必要从城市商品供应的角度，来重新检视社会

主义改造后的这次开放自由市场政策。

一、统购统销政策与城市商品供应

“一五”计划实施以来，随着大规模经济建

设的开 展 和 工 业 化 发 展，城 市 人 口 快 速 膨 胀，

1953 年全国城市人口达到 7826 万，比 1949 年

增加 2061 万③。这一情况导致商品粮需求量大

增。在 1953 年以前，经营粮食的主体除了国营

粮食公司和供销合作社外，还有私营粮商，也

就是说存在以国营商业为代表的计划市场和以

私营粮商为代表的自由市场，由此形成了两种

不同性质的价格———牌价和市价。国家通过规

定公私经营的比重以及发挥国家牌价在市场上

的主导作 用，稳 定 粮 食 市 场。1952 年 下 半 年，

因粮食供不应求，全国许多地区出现抢购粮食

的情况，造成粮食牌价与市价严重脱节。由于

粮食市价高于牌价，国家收购不到足够的粮食。
1953 年 9 月，全 国 粮 食 收 购 量 只 完 成 计 划 的

80% 左右，西北地区仅完成计划的 46%。④ 而

同期，全国粮食的销售量却增长显著，购销逆

差情况愈加严重，这直接影响到北京、上海等

大城市的粮食供应。
( 一) 统购统销政策的出台与自由市场的收缩

1953 年 6 月以来，上海粮食销量迅速上升，

个别零售商店出现上千人排队争购的情况。当

市场上出现商品供不应求时，私商就开始活跃

起来。1953 年 时，上 海 私 营 批 发 商 数 量 仍 很

大，几乎占到全国私营批发商总户数和从业人

员的 1 /3。他们到粮食集散地或农村中以高价抢

购粮食，囤积居奇或长途贩运，谋取高额利润。
上海杂粮油饼业一家私营批发商于八九月间在

江苏淮阴一带抢购的黄豆、青豆就有 15 万斤以

上; 另一家批发商到蚌埠抢购麻油 4 万斤运到

上海，并将其中的 1 万余斤销往广州。⑤

增产是解决供不应求问题的根本办法，但

是农产品 产 量 不 是 短 期 内 就 可 以 大 量 增 加 的。
依据陈云的建议，中央政府最终决定采取减少

国内消费的办法，对粮食和主要农产品实行计

划收 购 ( 即 统 购 ) 和 计 划 供 应 ( 即 统 销 ) 。
1953 年 11 月 23 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

《关于实行粮食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

规定生产粮食的农民应按国家规定的收购粮种、
收购价格和计划收购的分配数量将余粮售给国

家，所有私营粮商一律不许私自经营粮食，由

国家粮食部门委托代理销售粮食; 所有私营粮

食加工厂一律不得自购原料、自销成品，由国

家粮食部门委托加工⑥。此后，国家先后对粮食

和油料实行了统购统销，并加强了对其他主要

农产品和农业副产品的收购。
自统购统销政策实施以来，国营经济控制

了大宗商品的收购与货源，私营批发业务日渐

缩小。1954 年上半年，上海尚有私营批发商 91
个行业 8377 户，共 4． 4 万多人。到 1955 年底，

先后有 48 个行业 4353 户私营批发商接受改造，

其中歇业 3957 户，转业 91 户，转零售、经批、
代批等共 305 户⑦。至此，国营商业占批发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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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筱才: 《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三年中共自由市场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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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 年，第 173 页。
《当 代 中 国 的 粮 食 工 作》，中 国 社 会 科 学 出 版 社，

1988 年，第 69—70 页。
《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上海人民

出版社，1980 年，第 148 页。
《建国以来重要文 献 选 编》第 4 册，中 央 文 献 出 版

社，1993 年，第 561—564 页。
经批指批发经销，即私商定期向国营商业造报进货

计划，经批准后向国营公司进货，再按规定的牌价

批发给零售商; 代批指批发代理，即私商将原有资

金缴给国营商业作为保证金，按实际批发需要定期

造报计划，代理国营商业的部分批发业务。



的比重上升到 85． 6% ①。凡国营商业掌握了货

源，私营批发商被全部代替的交易市场如棉纱、
棉布、粮 食 等，先 后 关 闭。其 他 市 场 如 猪 肉、
蛋品、干鲜货等，留下了一些小批发商和行商，

由国营商业部门领导，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派人

驻场。这些保留下来的私营批发商只允许经营

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经营较少或尚未经营的

行业，主要是一些小工业品、手工业品、土特

产品等; 同时，经营地区受到限制，严格控制

城市与城市之间的长途贩运。
对经营计划供应商品的私营零售商，国家

逐步实行经销、代销等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

义②。1954 年 底， 上 海 共 有 粮、油、布、酒、
糖、煤、百货、绒线等 19 个零售行业，占总户

数 54． 3% 的私营零售商接受经销、代销。1955
年 12 月，棉布、绸缎、绒线等三个商业行业分

别实行了全 行 业 公 私 合 营。③ 1956 年 1 月，在

全行业公私合营高潮中，其余的 4000 多户私营

批发商、7 万多户私营零售店和饮食服务点全

部实行了公私合营，8． 5 万多户小商小贩被组

织起来④。
( 二) 农副产品与日用消费品供应

统购统销 以 来，除 粮 食、棉 花、油 料 由 国

家实行统购以外，其余大部分或委托供销合作

社统一收购，或由国营商业公司直接收购，对

城市和集镇的市场实行严格管理，限制私商的

贩运活动。城市里原有的交易市场或陆续改为

国营批发所或自行淘汰。1949 年时，上海市有

副食品交易市场约 60 个，包括蔬菜、水产品、
鸡鸭、南北货、猪、牛、禽蛋等各类交易市场，

大多通过代理行进行买卖，少数由本地和产地

的座商自行交易。50 年代以来，市工商局不断

对交易市场摊贩进行清理整顿，限制发展，将

部分淘汰的摊贩输送外地。至 1955 年底，全市

副食品交易市场摊贩基本纳入有组织范围。⑤

限制私商的贩运活动带来的一个后果是部

分农副产品的减产。自 1953 年起，若干副食品

和日用消费品就经常脱销，许多场合消费者都

要排队买东西。这种现象在统购统销以后加剧

了。1954 年夏季，上海市场出现猪肉、蔬菜等

副食品供应不足的情况。曹杨新村工人家属反

映，不少小菜不像过去那样可以随时买得到了，

只能 是 有 什 么 买 什 么，食 糖 每 月 只 能 买 到 一

斤⑥。为此，上海市引导市民根据副食品的季节

性供应特征安排自己的日常消费，不要 “凑热

闹”，并适当选择易于储存的食品，如遇鲜肉供

应不足，可购买咸肉或腊肉替代⑦。
每到年关，上海市场上的农副食品供应就

会异常紧张，周边省份的农副产品供应已无法

满足需求，必须从较远的地区组织调入。1954
年底，为供应市民元旦和春节之需，上海市食

品公司从西南各地运来一批咸肉; 郊区供销合

作社从福建、江西等地运来大批冬笋; 工业生

产合作社特地加工了大量水磨年糕，如此才能

保证节日市场供 应⑧。1955 年 底，为 满 足 市 场

供应，上海从外地调入的肉食品有内蒙古、东

北的菜 牛 肉、沙 盘 鸡，内 蒙 古、河 北 的 羊 肉，

云南的腊肉、香肠，还有来自蒙古人民共和国

的冻牛肉和冻羊肉⑨。蔬菜是上海市民最重要的

副食品之一。至 1955 年，全市 70% 的蔬菜由郊

区集中供应。过去这些地方均为小农经营，分

散播种，分散上市，品种繁多; 集中经营以后，

改为集中播种，集中收割，集中上市，导致市

场供应不均衡，淡季脱销，旺季滞销。瑏瑠

除农副产品供应不足，日用消费品的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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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的上海》 ( 上)，当代中国出版社、香港祖

国出版社，2009 年，第 445—446 页; 孙 怀 仁 主 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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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年，第 15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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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 年，第 13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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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期供应大量副食品》，《劳动报》1955 年 12 月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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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无法满足市场需求。1956 年 8 月，上海市场

上多种日 用 百 货 供 应 紧 张 ( 见 表 1 ) 。自 1953
年以来，日用消费品质量下降和品种减少的情

况也十分突出。市民们戏称暖水瓶是 “定时炸

弹”，温度表是 “自由主义”，三角尺成了 “跷

跷板”。本来可以使用一年的电灯泡，现在只能

用三个月。棉纱杂质多，棉布黑白点多，染整

布颜色不牢、易缩水，印花布花色不鲜艳、图

案单调。大部分工厂都不再重视产品品种的更

新和花色的多样化。如 1953 年以前，一个袜厂

有七 名 设 计 员，每年要出十几种新花色供应市

场，但加工订货以后，三年只做了七种花色。①

表 1 1956 年 8 月上海部分日用消费品供应量

与市场需求量比较

品种 单位 供应量 需求量

毛巾 打 202145 311265

袜子 打 306500 389423

肥皂 箱 237000 287489

胶鞋 双 918000 1112906

皮鞋 双 118700 244600

衬衫 打 11720 26682

钢精锅 个 57204 85575

呢绒 公尺 269600 580500

毛线 公斤 132875 167543

资料来源: 《上海市国民经济统计简报第 21 号:

目前上海市场情况》 ( 1956 年 8 月 28 日) ，上海市档

案馆藏，档案号 B31 － 2 － 32。

经历了战争时期及社会动荡年代的物价风

潮，物价稳定与否被视作社会时局稳定与否的

重要指标。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以来，社

会主要商品的物价水平都在国营商业部门的严

格管控之下，趋于稳定。但正如陈云所言: “商

品的质量下降是最大的涨价。”② 由于缺少市场

机制，工业生产部门无须关心产品销路，就极

容易通过降低产品的品质来控制成本，完成产

量与产值。

二、自由市场的重新正名

早在 1955 年，市场管理过严影响商品供应

的问题已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中央工商行政

管理局等部门指出，有些地区不区分主要物资

与次要物资，不区分交易性质和管理对象，随

意宣布统购、禁运，从而影响城乡间的物资交

流和小土产的销售，造成某些商品供求紧张③。
在 1956 年中共八大以前，陈云在多次场合提到

应改变对市场管理过严的办法，允许开放自由

市场作为国家市场的补充，强调 “大的方面计

划，小的方面自由”④。
( 一) 自由市场的边界

经过几番酝酿，1956 年 9 月 20 日，陈云在

中共八大上作了题为 《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

造高潮以后的新问题》的发言。他谈到，自国

营商业部门对资本主义工业实行加工订货、统

购包销以来，不少工厂不像原来自销的时候那

样关心产品的质量。由于向工厂订货的工作集

中于少数批发公司，基层商店不能根据消费者

的需要直接向工厂进货。因此，商业部门向工

厂所订货物的品种规格较以往减少。国营批发

公司发到各地的商品的品种和数量，发生一些

不合当地需求的情况，出现 “这里积压、那里

脱销”的现象。此外，统购统销以来，私商的

采购和贩运受到限制，农副产品仅由当地供销

合作社或国营商业部门独家采购，没有其他采

购单位参与竞争。当供销合作社和国营商业部

门对某些农副产品减少收购或收购价格偏低时，

这些农副产品就会减产。为此，陈云提出今后

应采取如下措施。第一，改变工商之间的购销

关系。凡有关国计民生和规格简单的产品，如

棉纱、棉布、煤炭、食糖等继续实行统购包销，

以便保证供应、稳定市场; 对于品种繁多的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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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蒋光鼐部长的发言 ( 摘要)》， 《新民晚报》1955
年 7 月 28 日; 《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高潮以后

的新问题》，《人民日报》1956 年 9 月 21 日; 《忻元

锡关于国家领导下的自由市场问题的报告》 (1956
年 11 月 6 日) ，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 A76 － 2 －
171。
《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高潮以后的新问题》，《人

民日报》1956 年 9 月 21 日。
《1953—1957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经 济 档 案 资 料 选 编

( 商业卷)》，中 国 物 价 出 版 社，2000 年，第 751—
756 页。
《陈云文 集》第 3 卷，中 央 文 献 出 版 社，2005 年，

第 103 页。



用百货，逐步改用选购办法。商业部门有权优

先选购，没有被选购或选剩的商品，可以由工

厂自销或者委托商业部门代销。第二，保留一

定数量的分散生产和分散经营，以适应市场上

多种多样和经常变化的需求。陈云强调，小商

小贩和私营批发商业人员应该保留; 许多农副

业生产也应该由社员分散经营，只有这样才能

增加农副产品的品种。第三，改变市场管理办

法，取消为限制资本主义工商业投机活动而规

定的办法。部分农副产品如小土产，应允许各

地国营商店、合作商店、合作小组和供销合作

社一起自由收购、自由贩运，以避免由于当地

供销合作社不注意收购或者收价偏低而造成减

产。第四，针对在价格政策上将稳定物价简单

看成是必须 “统一物价”或者 “冻结物价”的

观念，陈云强调价格政策要有利于生产，全国

约 3 /4 的重要商品仍由国家收购和销售，不用

担心放开 自 由 市 场 对 物 价 稳 定 造 成 不 良 影 响。
第五，适当改变计划管理的方法。以往国家计

划指标大多为估算，且层层下达，又因为工厂

的产品均由商业部门包销，由此造成工厂的生

产往往只顾完成产值，对于商品是否合乎市场

的需求不加重视。陈云指出，应把国家计划中

的各项指标作为一种参考指标，让工厂按照市

场情况，自定计划进行生产，而不必受国家参

考指标的束缚，并且根据年终的实绩来缴纳应

缴的利润。最后，陈云强调，所有这些改革措

施决不会出现 “资本主义的市场”，它是一种适

合于国情和人民需要的 “社会主义的市场”。个

体经营是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的补充，自由生

产是计划生产的补充。这种自由市场是在国家

领导之下，作为国家市场的补充，它是社会主

义统一市场的组成部分。①

在国务院关于开放自由市场政策正式出台

以前，已经有湖北、广东、山西、山东、江西、
四川、福建、江苏、河北等省份先后在不同范

围内放宽了自由市场管理。但是，由于开放的

界限不明确，特别是某些由国营商业公司或委

托供销合作社统一收购的物资市价上涨，农业

社和农民不愿将产品卖给国营商业部门，已签

订的预购和派购合同也不愿履行。针对放宽市

场管理后出现的这些新问题，1956 年 10 月 24

日，国务院发布了由陈云起草的 《关于放宽农

村市场管理问题的指示》，对自由市场的开放范

围作出限定。第一，凡属国家统购的农产品如

粮食、棉花、油料，必须统购; 凡属由国营商

业公司或委托供销合作社统一收购的物资，如

烤烟、黄 麻、苎 麻、大 麻、甘 蔗、家 蚕 茧、茶

叶、生 猪、羊 毛、牛 皮、土 糖、土 纸、废 铜、
废锡、废铅，若干种中药材，供应出口的苹果、
柑橘，若干渔产区供应出口和供应上海、北京、
天津的水产品，仍由国营商业公司或委托供销

社统一收购; 凡属供不应求的物资，一般都不

应开放自由市场。第二，农村市场中可以放宽

管理的品种，只能是小土产中的一部分，供求

正常的或供过于求的。第三，凡属国家统购或

委托国营商业公司和供销合作社统一收购的产

品，收购价格在全国范围内应该有全国平衡的

收购价。②

10 月 28 日，在 国 务 院 第 五 办 公 室 ( 财 贸

办公室) 召开的农村市场汇报会议上，陈云继

续强调，重点考虑开放自由市场的是国家计划

收购和统一收购以外的第三类物资，其价值不

大，不妨害大局，可允许适当涨价，以刺激这

类物资的增产; 与此同时，允许农业社和农民

贩卖的商品仅限于自产自销的小土产，对此可

不加干涉③。这次会议最后作出总结，对于重要

工业原料和重要出口物资 ( 主要是生猪、黄麻、
苎麻、大麻、烤烟、甘蔗等) ，国家必须保证征

购; 对于品种复杂、生产零星分散的小土产品，

可开放自由市场，放宽管理④。
( 二) 自由市场的繁荣

工商贸 易 在 上 海 向 来 具 有 很 重 要 的 地 位。
自由市场开放以来，上海市场一派繁荣。据时

任上海市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的忻元锡介绍，

上海开放自由市场以后，工业品的销售有三种

形式。第一种是包销，它是在加工订货、统购

统销基础上的发展，是工业品销售的主要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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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高潮以后的新问题》，《人

民日报》1956 年 9 月 21 日。
《陈云文集》第 3 卷，第 105—107 页。
《陈云文集》第 3 卷，第 109—11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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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工厂的产品仍由商业部门提出指标，工业

部门进行生产，再由商业部门进行分配，不同

的是强调质量的重要性，不好的产品商业部门

可以退回。第二种是选购，带有自由市场性质。
如上海百货系统内有 45% 的商品实行包销，其

余 55% 的商品实行选购; 文教用品中包销的占

80% ，其 余 20% 实 行 选 购， 主 要 为 “三 琴”
( 钢琴、风琴、口琴) 等文娱用品; 针织和棉纺

织品也有 15% 实行选购。第三种是自销，主要

为手工业品等日用消费品。①

上海老 城 隍 庙 商 场、南 市 ( 今 属 黄 浦 区 )
批发市场很快成为日用百货的主要集散地，市

场交易日渐增多。交易的商品以小百货，如枕

套、服装、围巾为多，另售有少量的丝袜、玻

璃 ( 尼龙) 牙刷等商品，品种花色众多，交易

数量较以往大为增长。城隍庙袜带摊一笔的交

易额就 可 达 到 1700 元，由 北 京 市 百 货 商 店 购

去; 隆太 文 具 店 与 玉 门 中 百 公 司 的 交 易 额 达

3． 5 万元，为该店历史之最。手工业局从 11 月

起准许五金家用炊具自产自销后，生产积极性

普遍提高，卢湾区 ( 今属黄浦区) 第五白铁生

产社 10 月生产煤炉仅 80 打，11 月计划要生产

400 打。②

自由市场开放以后，大批外埠人员来沪采

购。上海老城隍庙商场是外埠人员来沪采购的

主要场所，座商、摊贩营业额从 1956 年 1 月的

81． 7 万元增至 10 月的 181 万元。露香园路、山

东南路、淮海路、方浜路、福州路等处的摊贩

批发市场以经营质次价廉的商品为主，也颇受

欢迎。外埠采购人员来沪暂住的旅馆客栈，也

成为掮客居间人活跃的场所。据 15 个客栈的统

计，外埠采购人员多达七八百人。只要他们在

房间门口 悬 挂 “ × × 商 店 驻 沪 采 购 组”字 样，

就会有掮客主动找上门兜售商品。掮客兜售的

商品价格要比厂商直销的价格略高，但外地采

购人员碍于人地生疏，也愿意向掮客购买。③

这些进入自由市场的商品有多种来货渠道。
一部分是地下工厂生产的 产 品。1956 年 6 月，

邑庙区 ( 今属黄浦区) 有地下工厂 300 户左右，

9 月增至 478 户，营业额由 7． 7 万元增至 27 万

元。到 10 月 底，全 市 的 地 下 工 厂 发 展 到 2800
余户，产 品 涉 及 针 棉 织 品、玩 具、文 教 用 品、

皮带、皮鞋和小五金等。④ 这些地下工厂可以根

据市场需求，灵活变换产品，做到缺什么产什

么。他们所使用的原料主要是可以流通的废料、
次料，如数百户的地下针织工厂通过向废品公

司购买废次棉纱作为原料。还有一些地下工厂

利用国营工厂卖出的边角料进行加工，或从零

售店买进商品进行加工改制 ( 如购买绒毯改制

围巾) 。另一 部 分 是 外 埠 流 入 的 产 品，如 崇 明

( 1958 年后划归上海) 来的纱线手套每月的销

量有 1 万多打; 常熟的土纱毛巾、苏州的白纱

宽紧带、南 京 的 花 漆 竹 筷 来 沪 后 虽 价 格 略 涨，

但销路很好。还有的是上海向外地组织的货源，

如纽扣、缝纫针、小五金等。⑤

相对于工业品，农副产品的自由市场更加

活跃。事实上，农副产品的自由市场一直存在。
1953 年以后，私营批发商的活动范围缩小，且

受到严格限制。大达码头是 1953 年以后上海市

保留的为数不多的私商交易市场之一，北火车

站、西火车站以及老闸桥码头等处也是主要的

交易市场，但规模都较以往明显减少。1956 年

下半年以来，这几处地方都形成了经常性的集

贸市场。大达码头和北火车站两个地方的商贩

由 6 月 的 2214 人 增 至 10 月 中 旬 的 11857 人，

营业额从 46 万元增至 170 万元。⑥

大达码头主要为苏北水路来货。1956 年八

九月间，毛鸡每天到货量达到 2 万余斤，11 月

更是增至 3 万斤以上，大闸蟹的每日上市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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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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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⑤

⑥

《忻元锡 关 于 国 家 领 导 下 的 自 由 市 场 问 题 的 报 告》
(1956 年 11 月 6 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 A76 －
2 －171。
《上海市国民经济统计简报第 41 号: 自由市场开放

后商品增加市场活跃》 (1956 年 11 月 30 日) ，上海

市档案馆藏，档案号 B31 － 2 － 32。
《上海市第一商业局关于上海市自由市场基本情况的

报告》(1956 年 11 月 28 日) ，上海市档案馆藏，档

案号 B123 － 1 － 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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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的若干问题》 (1956 年 11 月 30 日) ，上海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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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1956 年 11 月 28 日) ，上海市档案馆藏，档

案号 B123 － 1 － 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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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商品增加市场活跃》 (1956 年 11 月 30 日) ，上海

市档案馆藏，档案号 B31 － 2 － 32。



超过 1 万斤，鲜蛋、河鲜、鱼干等品种多达数

十种。过去很少用船只运来的活猪、活牛、活

羊，也时有到货。长期缺货的红枣、虾米、莲

子和一些药材，9 月由商贩与农民运至 100 万余

斤。上海市场上供应时断时续的镇静药材 “茯

神”，由两家公私合营药材行向浙江产区收购了

1000 多 斤。此 外，到 货 中 不 乏 工 业 产 品，草

纸、铁锅、洋钉、铅丝，甚 至 汽 车 材 料、电 焊

条都 可 见，因 此 有 人 说 大 达 码 头 是 “缺 啥 来

啥”。北火车站主要是沪宁线、皖南、苏北等地

陆路来货，杭州、嘉兴、湖州的货源在西火车

站和老闸桥码头集中。①

除了成立交易市场集中交易，上海市商业

部门还组织了部分合营商店、固定摊贩下乡采

购，恢复 原 来 的 购 销 关 系。至 1956 年 11 月，

于当年 3 月成立的上海市食品杂货公司组织南

北货业，从广州、南通、汉口等处采购到约 48
种商品，总金额约 9 万元，其中虾米有 1． 3 万

斤，超过了水产公司 10 月对南货业的供应量;

中药公司组织药材业百余人在九十月间分赴浙

江、广东、湖北、四川等地采购佛手、苦杏仁、
桑寄生等 490 余种药材近万担，过去少见的土

牛夕、白荷花等小药材的市场供应紧张局面有

了不同程度的缓解; 土产经营处为柴炭业联系

采购柴炭 43 万余担; 蔬菜公司组织了 30 多个

批发站，组织郊农和菜贩直接交易，也是一种

自由市场的形式②。

表 2 1956 年 9 月、10 月上海自由市场部分商品到货量

品种 单位

1956 年 9 月、
10 月自由市场

到货量

自由市场到货量

为国营及合作社

到货量比例

毛鸡 斤 872228 16． 6%

蔬菜 担 1516822 237． 6%

淡水鱼鲜 担 40829 45． 6%

其中: 青鱼 担 2194 65． 0%

鲫鱼 担 2693 172． 7%

水果 千元 1673 39． 7%

红枣 担 4035 162． 0%

药材 千元 877 124． 6%

其中: 茯神 斤 3277 990． 0%

娄仁 斤 789 7172． 7%

资料来源: 《上海市国民经济统计简报第 41 号:
自由市场开放后商品增加市场活跃》 ( 1956 年 11 月

30 日) ，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 B31 － 2 － 32。

这些自由市场的交易方式大致有三种: (1)

由流动小贩在码头、车站接货; (2) 通过掮客

过秤再转售给流动和固定摊贩; (3) 由产地商

贩或农民直接供应给酒菜馆，或到菜场、里弄

进行销售。其中，第二种形式最为常见。受供

求关系影响，到货价格时有摆动。毛鸡价格在

供应最紧张时曾涨到 1． 4 元 /斤，随着供应充足

逐步回落到 1 元 /斤左右并趋于稳定，这个价格

比国营公司一级母鸡牌价 ( 0． 91 元 /斤) 略高，

但因为比国营公司收购的毛鸡肉嫩、膘厚，更

受消费者青睐。③ 不少流动小贩将一担又一担新

鲜的蔬菜、河鲜、鸡鸭、鲜蛋和日用品挑至工

人新村和里弄沿街叫卖。家庭主妇们不用担心

买不到小菜，不用排队就能买到各种时鲜。河

南新郑的红枣、张家口的蘑菇、宁波的黄橙和

白药等曾经断档多时的商品，又出现在上海的

街头巷尾。④

1957 年初，上海市场上的牛、羊、鸡、鸭、
白菜、萝卜等副食品供应充足，牛肉的到货量

超过 200 万斤，毛鸡库存超过 100 万只，生猪

比去年同期增加 2 万多头，河鲜增加近 1 万担，

海鲜增加 1． 7 万多担，粉丝增加 900 担，冬笋

增加 3000 多担⑤。春节前十天的年货供应约计

有生猪 13． 7 万头、牛 肉 58 万 斤、羊 9200 头、
鸡 66 万只 ( 其中自由市场约 50 万只) 、鸭和鹅

6． 5 万只、鲜蛋 210 万斤 ( 其中自由市场约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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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上海市第一商业局关于上海市自由市场基本情况的

报告》(1956 年 11 月 28 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

号 B123 － 1 － 582; 《自由贩运和自由采购活跃，副食

品上市量增加》，《劳动报》1956 年 10 月 25 日。
《上海市国民经济统计简报第 41 号: 自由市场开放

后商品增加市场活跃》 (1956 年 11 月 30 日) ，上海

市档案馆藏，档案号 B31 － 2 － 32。
《上海市第一商业局关于上海市自由市场基本情况的

报告》(1956 年 11 月 28 日) ，上海市档案馆藏，档

案号 B123 － 1 － 582。
《副食品到新村》， 《文汇报》1956 年 11 月 23 日;

《国家领导下的自由市场农副产品的供应情况改善》，

《文汇报》1956 年 11 月 25 日。
《春节副食品货源充足》，《劳动报》1957 年 1 月 11
日。



万斤) 、鱼鲜 7 万担、蔬菜 52 万担、笋干 1． 75
万担、粉丝 1． 7 万 担①。1957 年 1 月，全 国 各

地库存的生猪总量比去年同期增长 20% ，牛肉

增长 30% 以上，羊肉增长 130%。中国食品公

司准备春节供应的生猪 ( 以头数计) 比 1956 年

春节增长 40% 以上。全国大中城市的居民在春

节期间平均每人能吃到猪肉一斤半左右，小城

市和农村居民平均每人能吃到一斤左右。牛羊

肉的供应量也很大，城市中的回族人民过节需

要的牛羊肉，也由食品公司充分供应。家禽和

蔬菜比往年增长得更多。北方的城市可以买到

广东运去的时鲜蔬菜，价格还实惠。② 就是淡季

也能保证鱼鲜不断，上海市民上小菜场总能买

到新鲜的鲫鱼、河虾以及各种淡水鱼，这些鱼

鲜除水产供销公司供应外，很多是摊贩们到产

地去 联 系 货 源，每 日 到 货 近 10 万 斤，大 达 码

头、北火 车 站 等 地 每 日 都 有 6000 斤 左 右 鱼 货

运到③。
凡是开放自由市场的地区，城乡物资交流

得以扩大，消费者对农副食品和日用品的需要

得到一定满足，农民也因为销售农副产品而增

加了收入。据调查，仅江苏省农民的收入就提

高了 10% 至 15%。农民和商贩直接分散经营鲜

活商品，减少了周转环节，尤其是在冷藏、仓

储设备和运输工具不足的情况下，在减少损耗

方面比大批量集中经营要有优势。江苏省农业

社往年鸭子产量最多几百万只，1956 年达到了

1200 多万只。国营商业部门担心这么多鸭子会

因滞销而大量死亡，但自由市场开放以后，到

1956 年底，所有的鸭子均已销售一空。南京自

由市场开放以后，商品流通加快，生鲜的损耗

率也从以往的 10% 降到 2% ，几个月下来仅蔬

菜一项就减少损失 160 多万斤。④

1957 年 4 月，上海全市车站、码头和小菜

场附近已有集贸市场 30 多处。大达码头和北火

车站 3 月平均每天交易 2100 笔，成交金额 5 万

多元，比 1 月旺季每天交易数仍增长 25% ，金

额增加 40% ; 大达码头经营的副食品品种从 1
月的 85 种增至 3 月的 129 种。入春以来，自由

市场上的竹笋、毛笋、刀鱼、青蟹、蛏子等时

鲜和过去少见的金华火腿、余姚干菜、宁波海

瓜子等副食品陆续上市。自由市场经营的副食

品已经成 为 市 民 副 食 品 供 应 的 一 个 重 要 来 源，

鸡鸭占全市总供应量的 50% ，蛋品占 30%。⑤

1957 年上半年，上海全市家禽、蛋类、河

鲜、蔬菜、肉类、南北货等六类商品自由市场

零售金 额 合 计 2987 万 元，占 全 部 副 食 品 零 售

总额 20865 万元的 14． 3%。这些商品市场供应

量较 去 年 同 期 均 有 大 幅 增 长，鸡 鸭 供 应 增 长

119． 5%、鲜 蛋 供 应 增 长 30． 6%、河 鲜 供 应 增

长 55． 8%、蔬菜供应增长 23． 6% ，品种亦有增

加。南货业广货组去年同期营业艰难，但 1957
年上半年盈余已超过 1． 5 万元。⑥

三、自由市场的再次收缩

自由市场的繁荣说明开放政策对城乡间物

资交流和城市商品供应起到了作用，但扩大自

由市场的范围必然会加大市场管理的成本，且

有可能影响到国家对农副产品的计划收购和统

一收购以及农业合作社的稳定，而这也为自由

市场政策的反复埋下了伏笔。
( 一) 自由市场的管理成本

自由市场 开 放 以 来，从 管 理 的 层 面 来 讲，

首先，众多主管部门集中在码头、车站等货物

集散地办公，没有有序规划的办公地点和流程，

各项手 续 之 间 往 往 互 相 干 扰，所 费 时 间 过 长。
如货船到岸后，光检验一道手续就要耽搁许久。
由于码头上缺少歇脚或暂宿的招待所，也买不

到充饥的小食，长途贩卖的农民只能在饥寒中

长时间地等待查验。查验之后还要纳税。上海

大达码头的纳税手续要经过六道环节; 北火车

站下车 的 要 到 东 站 去 领 货，再 回 到 北 站 纳 税，

一来二去至少需要半日，不仅增加了费用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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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上海人过春节买了多少副食品?》，《劳动报》1957
年 1 月 31 日。
《各地春节副食品大量应市，猪肉平均全国每人可吃

到一斤左右》，《劳动报》1957 年 1 月 27 日。
《淡季鱼虾不断市》，《劳动报》1957 年 3 月 11 日。
《国家领导下的自由市场》，《文汇报》1957 年 2 月

24 日。
《本市自由市场更活跃》，《劳动报》1957 年 4 月 14
日。
《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本市农副产品自由市场

的情况和问题》 (1957 年 6 月) ，上海市档案馆藏，

档案号 B182 － 1 － 995。



也加剧了农副产品的损耗。①

其次，各主管部门对于自由市场业务不熟

悉，难以解决政策在具体执行中出现的各种问

题。按照规定一般商贩需要纳税，但自产自销

的农户可免。为了避税，贩运者多持有自产自

销的证明，真伪难辨。从安徽无为等地贩运来

的鸡鸭、鲜蛋往往一次多达一两万斤，贩运者

确系农民，且有当地生产合作社的证明，自称

是当地政府号召大力发展副业，生产自救。但

实际上，其中不少人是依靠贷款在当地大量收

购农副食品，再贩运至上海。有的贩运者一人

持有几张空白的证明，灵活使用。税务局在征

税与否的问题上难以统一口径，造成不少纠纷。
让粮食科和食品公司犯难的是，对于少量的国

家统购物资是否予以收购。自由市场开放以来，

不少农民和商贩长途贩卖国家统购物资，包括

花生米等油料作物以及猪肉等。上海北火车站

附近的新民路的猪肉到货量平均每天有 7000 斤

至 8000 斤，全市各码头到货量最多时可达近 3
万斤，占到全市销量的 1 /10。按照粮食科和食

品公司的内部掌握标准，携带少于 10 斤的花生

米和猪肉可以不予收购，但工作人员难以分辨

是探亲送礼还是夹带贩卖，在收购与否的问题

上没有统一的执行标准②。
再次，自由市场开放以来，买卖交易激增，

各种违法行为也有机可趁。因为当街买卖，行

人众多，公安局的警卫力所不逮，诈骗、扒窃

等行为时有发生，更有 “黄牛”囤积居奇，哄

抬物价③。
针对以上 情 况，自 1956 年 11 月 后，上 海

市对自由市场进行了整顿: 一方面使交易场所

固定化，划出了大达码头出口处一块空地和仓

库以及北火车站附近安庆路菜场的一部分场地

作为交易场所，并在码头附近增设临时招待所;

另一方面成立副食品交易所管理委员会，并从

国营公司、菜场管理所以及商贩中挑选懂业务

的人员 担 任 市 场 服 务 员，维 护 日 常 交 易 秩 序。
这些措施解决了自由市场的 “硬件”问题，但

许多问题无法单方面得到解决。
最有争 议 的 是 自 由 市 场 交 易 商 品 的 范 围。

除鸡鸭、鲜蛋等已明确开放的商品外，猪肉等

统购物资来货数量亦很大。这些商品仅有当地

供销社或乡政府证明准予外运，是否已完成国

家的征购任务无法弄清。上海市虽已采取按批

发价格收购的办法，但各地来货仍不断。同时，

各区掌握收购尺度不一。西郊区④只对 30 斤以

上的猪肉进行收购，邑庙区是以 10 斤为标准，

黄浦区对超过 3 斤的猪肉即予以收购。⑤ 由于标

准不 一，猪 肉 仍 大 量 不 断 流 入 自 由 市 场，到

1957 年初，仅据北火车站一个副食品交易所的

统计，一周的猪肉成交数字就达 11． 7 万斤⑥。
自由市场开放以后，国营商业公司在农副

产品产地收购困难，主要原因是当地生产的农

副产品贩至上海等地的售价要远高于当地的征

购价格。如吴江县花鲢鱼批发价为每担 28 元，

零售价为每担 32 元，贩至上海后可以卖到每担

34 元; 红枣在产地的售价约为每担 17 元，贩至

上海后可以每担 29 元的高价售出。有些农业社

和农民积极从事商业贩运，追逐自由市场，因

而影响到农业社的生产。有些商贩所贩运的熟

食品，由于 运 输 时 间 过 长、储 藏 不 当 而 变 质;

这些熟食品出售都是自由成交，没有经过严格

检验，发生过消费者连续中毒的事件。上海一

新针织厂 的 炊 事 员 买 了 小 贩 运 来 的 熟 咸 水 虾，

有 16 名工人出现上吐下泻的症状; 有些居民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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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上海市大达码头、北站副食品自由市场情况报告》
(1957 年 1 月 5 日) ，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 B6 －
1 － 70; 《上海市邑庙区人民委员会关于加强对大达

码头自由市场的领导和管理的报告》 (1957 年 1 月

10 日) ，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 B6 － 1 － 70。
《上海市大达码头、北站副食品自由市场情况报告》
(1957 年 1 月 5 日) ，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 B6 －
1 － 70; 《上海市邑庙区人民委员会关于加强对大达

码头自由市场的领导和管理的报告》 (1957 年 1 月

10 日) ，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 B6 － 1 － 70。
《上海市邑庙区人民委员会关于加强对大达码头自由

市场的领导和管理的报告》 (1957 年 1 月 10 日) ，

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 B6 － 1 － 70。
1956 年，由新泾区、龙华区、真如区三区合并而成，

1958 年撤销，所辖地区分别划属上海县、嘉定县和

普陀区、长宁区、徐汇区。
《上海市大达码头、北站副食品自由市场情况报告》
(1957 年 1 月 5 日) ，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 B6 －
1 － 70。
《注意自由市场的新问题》，《劳动报》1957 年 3 月

23 日。



了小贩出售的熟牛肉，也发生中毒现象。①

自由市场开放以后，居间人从中牟利甚多，

掮客业务大增。上海的居间人活跃在车站、轮

埠和农民来往较多的地方，他们以低价购进商

品，再以高价售出，谋取差价。也有若干从外

地来的客商和百货商店的采购人员，来沪后不

通过正常途径向批发部门采购日用品，而向零

售市场大肆搜罗，以致影响上海本地居民的日

用生活品供应。② 自 1956 年下半年以来，居间

人的成交额不断增长，从 7 月的 149 万元增至 9
月的 192 万元，其中以五金、电机、钢铁比重

最大，所获佣金达 5． 3 万元。有些居间人白天

在国营企业上班，晚上兼职做掮客业务，佣金

收入超过工资的四五倍。邑庙区小世界商场有

55 户摊贩，只有少数人留守摊位，大部分都跑

到外埠采购人员暂住的客栈去兜揽生意，收入

可观。个别商品如土纱的货源，被少数几个掮

客掌握，市面上几乎断货。③

1956 年 12 月下旬，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召

集十几个省市的工商局局长座谈，会议认为当

前城市市场管理出现了如下问题。第一，摊贩、
行商、手工业户显著发展，中间人和投机交易

活跃。部分 从 业 者 采 取 掺 杂 使 假、粗 制 滥 造、
抬价等手段欺骗顾客，或抢购、套购原料和商

品。第二，各地国营、合作社、公私合营企业

和机关单位派员在市场上争夺货源的情况十分

突出。不少采购人员为完成任务不论质量、不

计较价格，盲目采购，出现了同一商品在两地

之间往返流转的现象。第三，许多农业社和农

民超出 自 产 自 销 范 围，长 期 居 住 在 城 市 经 商，

或将国家统购物资大量运入城市高价出售。④

1957 年 1 月 6 日，国务院发出 《关于工商

之间的业务关系仍按现行办法执行的通知》，认

为商业部门采取选购的办法，必须 “对原来商

业部门多收的那一部分没有让私营工商业者拿

走的过多的利润，转移到财政部门，通过税收

的办法向工厂拿回来上缴国库”，这个工作 “需

要一个相当时间的准备”，因此，“在 1957 年内

关于商业部门和公私合营工业以及和某些国营

工业、合作社工业之间原有的加工订货、统购

包销的关系，一律按照现行办法，暂不变更”。
1 月 14 日的补充通知进一步强调 “在 1957 年

内一律不再扩大现有的工业部门、手工业部门

自销的范围”，要求 “凡是对国计民生影响较为

重大的供不应求的商品，应当恢复加工订货、统

购包销关系; 凡是对国计民生影响小、而且供求

大体适应的商品，还可以保持选购自销关系”。⑤

( 二) 1957 年的物价上涨

自由市场开放以后，必然带来物价的波动。
一者，供不应求时物价上涨，供过于求时物价

回落。二者，一种商品早市和晚市的价格不同，

如水产品等鲜货容易变质，早晚市差价可以达

到 20%。三者，由于商品进货渠道各异，成本

不一，销售价格自然有高有低。但是，物价的

涨落对于社会主义市场而言确是一个非常敏感

的话题。1957 年，部 分 农 副 产 品 产 地 价 格 上

涨，带来城市零售物价上涨，而国营牌价没有

及时调整，上海自由市场农副产品的价格一般

要高出牌价 10% 至 20%。由于国营公司的供应

量大幅下降，如自由市场毛鸡的供应量已达到

全部供应量的 70% ，导致国营牌价对市场的主

导作用 被 削 弱，不 少 商 贩 套 购 国 营 公 司 供 货，

再到自由市场上销售。⑥

事实上，1957 年的物价上涨首先是由国家

统购物资价格上涨引起的。自 1957 年 4 月 5 日

起，在上海行销的 23 种卷烟中，部分属于甲、
乙级的高档卷烟价格提高。20 支装牡丹、凤凰

每包提高 3 分，20 支装前门、敦煌每包提高 2
分，20 支装光荣、红金、东南、大美丽及 10 支

装美丽每包提高 1 分。⑦ 此外，食盐、猪肉、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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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食油 ( 菜油、芝麻油、茶油、东北三省和内

蒙古的豆油) 、桐油和几种茶叶提高了价格，造

成肉制品、饭馆的菜价和糕点价格上涨; 呢绒

提高了价格，造成以呢绒为原料的鞋帽等价格

上涨; 另有部分手工业品如以钢、铁、竹、木

为原料的产品价格上涨。
国家统购物资价格上涨带动了部分副食品

及药材等价格的上涨。1957 年 5 月，据市民反

映，鸡毛菜从过去的每斤 3 分钱涨到 1 角，饭

摊的素菜也由每盆 5 分钱涨到 1 角; 韭菜和其

他青菜的价格也上涨，买小黄鱼要排队; 饼店

的 “油条又瘦又短，大饼又小又薄”; 流动炒面

摊的炒面从每份 5 分钱调整为 1 角; 光中染织

一厂出品的浅花布，下水后缩水严重; 三星食

品厂的新品种 “海啦啦”糖，主要原料是红枣，

每斤却要卖到 1． 8 元; “喜喜”底的女皮鞋改用

牛皮后涨到 11． 4 元一双。第一食品商店反映，

胡桃牛 轧 的 批 发 价 从 1． 4 元 /斤 涨 到 1． 68 元 /
斤，又涨到 2 元 /斤。①

针对这 一 时 期 市 场 上 部 分 商 品 价 格 上 涨，

国务院发言人解释，首先是因为国家为了促进

生产发 展，保 持 物 资 供 需 与 财 政 收 支 的 平 衡，

主动调整了部分商品的收购和销售价格。1956
年，全国增加了 200 多万职工，且工资改革后

部分公教人员和企业职工增加了工资，人民购

买力大幅增长。但是，由于猪肉和某些油料收

购价格偏低，导致生猪的产量降低，油料的播

种面积没有扩大。为促使这些农产品增产，使

社会购买力和商品供应量之间大体平衡，国家

必须提高收购价格。在提高收购价格以后，国

家也适当提高了销售价格，以保证财政收支的

平衡。同时，国家对收购价格提高得多，对销

售价格提高得少，例如生猪的全国平均收购价

提高了 13% ，销售价格 只 提 高 7%。粮 食、棉

布、煤炭等关系民生的主要商品和大宗日用百

货价格保持稳定。其次，部分手工业品涨价是

因为原料不足。1956 年，全国基本建设投资扩

大，原材料供应紧张，分配给手工业生产的原

料被缩减。同时，农业合作化以后，耗用的钢、
铁、木、竹等原料较大，这些都是手工业原料

紧张的原因，由此造成钢铁废料价格上涨，自

由市场上的竹、木价格上涨，手工业生产成本

提高。再次，蔬菜价格上涨是由于城市人口增

长过快，而蔬菜播种面积没有相应扩大，导致

供不应求，价格上涨。② 最后，食盐调价的主要

原因是盐价偏低和各地盐价不平衡③。
1957 年的各种物价与 1952 年比较均普遍上

升，全国八大城市零售物价总指数上升约 8． 6% ;

12 个大城市的职工生活费指数上升约 10． 6% ;

全国农产品采购价格指数上升约 22． 2% ，全国

农村工业品 零 售 价 格 指 数 上 升 约 1． 2% ; 分 月

来看，1957 年 5 月以前物价呈 逐 月 上 升 趋 势，

5 月以后则转趋稳定，并呈下降趋势④。1957 年

初的物价上涨，也使得自由市场政策备受争议，

但这其中的原因却是复杂的。
( 三) 自由市场的收缩

与此同时，自由市场问题也引起了学界的

关注，就自由市场的性质进行了讨论。一种观

点认为，自由市场是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保

留着相当程度的资本主义因素，原因是 “自由

市场的商品流转量及其构成不是按计划进行的，

它的价格是根据商品供求关系自发形成的”。它

具有双重作用，一方面是对国民经济生活的积

极作用，另一方面是消极作用，它刺激了城乡

居民的经商兴趣，使一些生产者特别是农民专

门从事商业活动，影响了生产; 助长了投机活

动，如掺杂使假、抬价短秤、欺骗顾客等; 自

由市场开放后，有些农业合作社社员要求退社

单干，有的小商小贩要求退出合作商店或合作

小组单干，有的农民、手工业者把国家统购的

商品拿到市场上出售，影响了国家收购计划的

完成。⑤ 另一种观点认为，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

本身并不排斥一定范围内的自由市场， “大计

划、小自由”是社会主义经济管理的一条重要

原则。自由市场基本上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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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家对自由市场组织管理工作的改进，各

种混乱现象就会逐渐消除。①

1957 年反右派斗争开始以后，第一种观点

就占据了上风。自由市场的开放被认为是导致

“资本主 义 自 发 倾 向”重 新 抬 头 的 直 接 诱 因。
1957 年 7 月 22 日至 8 月 1 日，中央工商行政管

理局召开了有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武汉

等 13 个省市工商局参加的市场管理工作汇报会

议。会议认为: 第一，加强对商品的分类管理

是正确执行开放自由市场政策的重要一环，今

后凡属国家计划收购和统一收购的农副产品和

其他物资，一律不准进入自由市场; 第二，外

埠采购人员用抬价、套购等办法购买某些工业

品、工业原料、农副产品中的紧缺商品，不利

于稳定市场物价，今后凡属国家计划收购和统

一收购的农副产品，以及国家统购包销和由国

营商业部门加工订货的工业品、手工业品，一

律不准自由采购; 第三，城市中无证商贩快速

增长，不仅影响原有商贩的安排和改造，也会

造成市场 秩 序 的 混 乱 和 投 机 违 法 行 为 的 滋 长，

今后应对无证商贩进行清理整顿，限制商贩的

经营业务范围; 第四，城市中自发工业户 ( 地

下工厂) 发展很快，这是一个很复杂的社会问

题，今后应 对 现 有 自 发 工 业 户 进 行 清 理 登 记，

加强管理②。
1957 年 8 月 9 日，国务院第 56 次全体会议

通过 《关于由国家计划收购 ( 统购) 和统一收

购的农产品和其他物资不准进入自由市场的规

定》。规定指出，1956 年 下 半 年 农 村 小 土 产 自

由市场开放以后，由于没有预先规定哪些农产

品允许进入自由市场，哪些农产品不准进入自

由市场，许多属于计划收购的农产品进入了自

由市场。又因为国家对统一收购的农产品和其

他物资只规定收购一定的比例，其余部分允许

在市场上出售，因此许多属于统一收购的农产

品和其他物资在国家收购任务完成以前，即已

无限制地进入了自由市场，这样就妨碍了国家

对重要农产品和其他物资的计划收购和统一收

购。国务院由此重新作出规定。第一，凡属国

家计划收购的农产品如粮食、油料、棉花，一

律不开放自由市场，全部由国家计划收购。国

家计划收购任务完成以后，农民自己留用的部

分，不准在市场上出售，必须卖给国家委托的

收购商店。第二，凡属国家统一收购的物资如

烤 烟、茶 叶、生 猪、羊 毛、牛 皮、重 要 木 材、
中药材以及供应出口的苹果和柑桔、供应出口

和大城市的水产品、废铜、废锡、废铅、废钢

等，都由国家委托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统一

收购。农民自己留用部分，也不准在市场上自

由出售。第三，不属于以上计划收购和统一收

购的物资如鸡、鸭、鹅、鲜 蛋、调 味 品、分 散

产区的水产品、非集中产区的干果和鲜果、不

属于统一收购的中药材等，仍然开放国家领导

的自由市场。③

据上海市工商行政部门调查，国家计划收

购和统一收购的物资在自由市场开放后大量流

入上海，在市场上发现的有 25 种之多，其中属

于国家计划收购的物资有粮食、油料、棉花等，

属于中央和地方规定统一收购的有猪肉、茶叶、
羊毛、麻、土布、土丝、中药材等 22 种。流入

数量最多的是油料、猪肉和粮食中的豆类。④ 上

海市为了执行国务院的规定，对各地流入本市

自由市场 的 猪 肉 进 行 管 理。所 有 机 关、部 队、
学校、工厂、企业和商贩等，一律不准下乡采

购或直接向农民购买生猪和猪肉; 农民、商贩

贩卖的猪肉，统一由国家指定的收购单位按国

家规定价格予以收购; 贩运入市的猪肉，须经

卫生部门检验，根据检验的结果，分别质量情

况予以收购或没收销毁; 相关铁路、航运等运

输部门对农民、商贩的猪肉不准办理托运，违

反上述规定，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根据情节轻

重，给予教育或处分。⑤ 菜牛 ( 包括牛肉) 、黑

瓜子、白瓜子、栗子、杏 仁、核 桃、土 糖 等 统

一收购物资一并实行严格监管，禁止农民自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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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销，对非法流入本市的上述商品由专业公司

进行收购，并对贩运者依据情节轻重，分别予

以批评教育、罚款没收等处罚。除国家指定的

企业外，其他机关团体、企业、商贩不得下乡

采购，亦不得购买非法流入本市的上述商品。①

此外，花生、薄荷油、土 布、土 丝、丝 绸 等 也

均加强管理，并取缔了非法经营粮食、油料作

物的市场和布制品黑市场，同时加强了菜场管

理与摊贩整顿工作。凡是贩运来沪的进口物资，

由指定的国营公司收购。对外埠采购单位也加

以管理，所有中央统一平衡的商品，一律禁止

向市场采购。
1957 年 8 月以来，上海市对带有 “资本主

义自发倾向”的地下工厂予以取缔。这些地下

工厂存在盗窃公私合营企业财产、骗取生产任

务、套购国家原料、挖雇在业工人等非法行为。
有的私方与小业主要求退出公私合营企业和合

作社，也参与地下工厂活动。仅据机电工业系

统统计，在职人员经营地下工厂的就有 513 户、
1876 人，他们 “白天搞社会主义，晚上搞资本

主义”，甚至请假旷工，影响合营企业、合作社

生产任务的完成。为此，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对

地下工厂作出了几项规定，制止在职人员 ( 包

括他们的家属) 从事地下工厂，严格限制地下

工厂继续开设。各区工商行政部门自 8 月起陆

续对地下工厂进行清理，到 9 月底取缔了 1600
多户在职人员开设的且有严重违法行为的地下

工厂。②

进入 1958 年，上海市农副产品自由市场不

断缩小。全市副食品零售中，自由市场所占比

重从 1957 年第 一 季 度 的 13． 4%、第 二 季 度 的

17． 4%、第 三 季 度 的 16． 7%、第 四 季 度 的

14% ，下降为 1958 年第一季度的 7． 7%、第二

季度的 6． 2%。到了下半年，全市 每 日 鲜 蛋 的

到货量降至 2 万斤，大达码头副食品交易所的

成交额比 1957 年减少了 60% ，中药材交易所的

成交金额比 1957 年刚成立时减少了 80%。农民

从事商业活动的人数也显著减少，大达码头副

食品交易所全部供货对象中，农民所占比重从

1956 年 11 月时的 55% 下降到 10% 以下。③

四、结 语

1956 年下半年至 1957 年上半年自由市场的

繁荣景象，被视作改革开放前中国计划经济的

一次 “异动”而引起研究者的注意。但自由市

场并非计划经济的 “天敌”，准确地说，在计划

经济时代，中国城乡间的自由市场从未完全关

闭。开放自由市场与施行统购统销看似两种完

全不同 的 国 家 政 策 导 向，但 从 某 个 层 面 上 说，

二者的初衷并无二致，都是一种调节城市商品

供应的手段。不同的是，前者通过放宽市场管

理，增加商品生产与流通; 后者通过加强计划

管理，控制商品消费。
在开始实施统购统销政策时，陈云对 “计

划 收 购”和 “计 划 供 应”已 解 释 得 很 清 晰:

“计划收购这个政策，今后要继续实行下去，是

不会变更的……取消计划收购，等于放纵私商

和富农去操纵农产品市场，农村的资本主义就

会发 展。计 划 收 购 是 一 种……社 会 主 义 的 步

骤”，而 “计划供应只能是一种暂时的措施，只

要工业和农业的生产增加了，消费品的生产增

加到可以充分供应市场需要的程度，定量分配

的办法就应该取消”④。也就是说，计划收购事

关 “国计”，而计划供应重在 “民生”，主要考

虑的 是 市 场 的 供 需 关 系，它 的 执 行 力 度 是 有

“弹性”的。
1956 年开放自由市场政策的出台，正是为

缓解社会主义改造后城市商品供应紧张局面的

一种对策。但是，在市场监管尚不成熟的条件

下，自由市场的经营者在利益的驱动下，跨过

“自由的边界”，涉足大宗商品的流通，而与计

划收购构成竞争关系，这是当时以统购统销为

主导的计划经济所不能容忍的。

( 本文作者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助理研究员 上海 200235)
( 责任编辑 吴志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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